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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与小田野*

——社会变迁背景下红灯区研究进入方式的“变”

与“不变”（1999—2015）

■ 黄盈盈

［内容提要］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过程与时代背景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当研究中介

被借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社会缺乏诚信、研究对象对于“被调查”的警惕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更

好地思考、选择调查方法？本文基于笔者 1999年—2015年期间开展的多点红灯区研究经验，以“进入方

式”为切入点，结合时代特点、立项背景，对田野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分析与反身性思考。进而从深入

研究所需要跨越的田野边界（身体与物理空间、心理距离与更为综合的文化边界），以及学术独立性出发，

比较分析“前艾滋病时代”的“自我摸索式”（1999年—2002年）、“艾滋病时代”以疾病控制系统为研究中介

（2002年—2010年）、“后艾滋病时代”（2010年—2015年）以草根组织为研究中介这三种进入方式的特点、

优点与风险。希望以此类研究实践为例，探讨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针对边缘人群的研究中，如

何更好地思考方法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红灯区 田野边界 进入方式 论方法 学术独立性

一、背景与问题：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

（一）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从一开始就烙上了鲜

明的时代特点。比如，20世纪初，相当多的人类

学家是在殖民的大背景之下被官方背景的机构

派往被殖民地进行文化考察、了解当地风俗，以

便更好地理解当地文化，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为

政府出谋划策，对其殖民之下的社会进行更有效

的管治。因而，有学者称早期的人类学是殖民主

义的一部分。（克利夫德、马库斯，2006：6）即便是

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作为政府的智囊而

开展的研究也不乏其数。对于研究背景的这种

政治性认识，在学界已不新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盛行的

“写文化”（克利夫德、马库斯，2006）思潮更是掀

起了一股反思之风，深刻地冲击了社科研究中

“价值中立”的神话，也警惕我们成为“天真的经

验研究者”（周平、蔡宏政，2008）。研究者的政

治、社会、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研究过程及文本

写作的，也逐步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界的重

视与分析。

田野点的社会与政治情境无疑也直接介入

到学术研究中，不仅会作为被研究的内容加以呈

现，也会影响研究的过程（凯蒂，2010）。学术与

政治的另一重关系，就表现为田野点的政治与社

会结构特点，以及资料收集工作可能需要依托的

行政设置的特点。

具体到中国情境，比如，户籍制度、居委会、

社区建设会影响到社会调查的随机抽样过程；城

镇化建设、社区建设会影响到初级抽样单位的数

量；人口流动也会直接影响到抽样框的设定与抽

样的准确程度。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社会信任

机制的破坏则增加了入户的困难与拒答率。整

个财务制度，具体行政体系中办事人员的态度也

会直接影响调查的过程。（潘绥铭、黄盈盈、王东，

2011；边燕杰、李璐璐，2006）也有国外的研究者

更为敏感地意识到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所面对的

政治与文化特点，尤其是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应

该把田野调查过程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

子（海默、曹诗弟，2012）。这也是在中文语境中，

为数不多的涉及社会政治背景与社会调查过程

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社会调查的政治性，或者通过国家

意识形态、直接的资助背景发挥显性的作用；或

者透过社会规范对研究者的价值观与知识图示

的日常嵌入得以隐性地体现；又或者透过社会结

构因素，包括财务制度、行政设置与管理体系等在

实践层面具体影响调查过程。前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方法论及理论层面得到学界比较多的认识，而

第三个层面，即从更为具体的调查过程入手讨论

研究方法与政治及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则在整

体上是比较缺乏的。虽然，每个认真做过调查、

跑过田野的人都对此深有体会，但是将其发展为

具体的研究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寥若晨星。

（二）“论方法“：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

笔者把对于具体研究方法及过程的呈现、讨

论与分析称之为“论方法”，它介乎于研究的具体

技巧介绍与抽象的方法论讨论之间。（潘绥铭、黄

盈盈、王东，2011：2-5）论方法，是把研究过程本

身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加以分析与反思，让权威性

丧失神秘色彩（克利夫德、马库斯，2006：12）。其

目的不是为了炫耀研究者的田野资本或展现自

己的研究多么不易，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解构式的

事后反思与批判，而是希望在审视研究过程的基

础上，以以往的经验教训为鉴，建设性地发展资

料收集的具体方法，提高研究数据与材料，乃至

整个研究的质量。

方法是研究的基础，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人

类学对于田野调查有较多的反身性思考，国内社

会科学界对于调查方法，尤其是调查过程的重视

还远远不够。笔者在写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

的本土实践与升华》（黄盈盈、潘绥铭，2011）时比

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文献，总结了方法领域的整

体特点：教材多于论述，译介多过研究；定量调查

中有关具体统计技术的介绍多于对于方法本身

［编者按］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自觉，是一个在古今交汇、中外激荡中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沉思翰

藻、挥洒学养志趣之外，学者们普遍吸纳了国际通行的学术理路及规范，通过坚守学术原则和创新研究方

法，在中外学界的浩繁卷帙中收拾金瓯一片。这些学思历程和研究经验，以及一切潜藏于文本背后真挚

的投入，俱可为同道提供灵感与启迪。故本期起，本刊重启2008年创设的“感言”栏目。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Huang Yingying，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 Centre & Institute of Sexuality and Gender，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身体、性与性别的社会

学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XNJ05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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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与反思，定性调查又偏重于方法论层次的

讨论；不管定量研究方法还是定性研究方法都缺

乏对于调查研究过程的具体展现、分析与反思。

且整体而言，学界对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视与讨论

尤其缺乏。

最近几年，有更多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译介被

引进到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定性研

究的重要性。不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依然缺乏。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拉比诺，1977）之后所掀

起的对于调查过程的反身性方法学风潮并没有

吹到中国来。类似《从田野中学习》（Whyte，
1984），《人类学家在田野》（休谟、穆拉克，2010）、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海默、曹诗弟，2012）之类

关注调查研究过程的论述性文章及著作并不多

见，我们缺乏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叙述”（休谟、

穆拉克，2010：43）。
这也是笔者及所在团队基于二十来年在中

国社会做田野调查的本土实践，提出“论方法”的

主要背景。本文的写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

景之下的一种“论方法”的本土尝试。

（三）笔者的红灯区研究经历：1999 年—

2015年
笔者自1999年开始从事与“小姐”①有关的社

会学研究。因为各个项目资助背景的不同以及

具体研究主题的不同，迄今为止，在 23个分布在

不同地区（东北、四川、云南、宁夏、内蒙、广州、山

东诸省／市）的红灯区做过多点社区考察。粗略

计算，与团队成员一起访谈了1132位小姐、239位
妈咪或老板，以及 212位嫖客。我们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在发廊、按摩店、KTV、站街等中等偏低场

所工作的小姐。历次研究的内容涉及：扫黄政

策，性产业的经营组织状况、网络结构，小姐的自

我认同与专业实践，小姐的职业流动与健康，男

客对于性、健康与艾滋病风险的理解，男民工谈

小姐，性工作草根组织的发展等等。如果说每一

次研究借鉴的是人类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那

么综合起来看，则更接近“多点民族志”的考察②。

贯穿于这些研究，笔者一直以来对于调查研

究过程非常感兴趣，并有意识地记录相关的信

息，对于包括踩点，进入红灯区的方式，以聊天、

旁听、观察、体验为主的综合资料收集方法，相关

的伦理问题也有过专门的论述。（潘绥铭、黄盈

盈、王东，2011；黄盈盈、潘绥铭，2011；黄盈盈、潘

绥铭，2009）
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以及跨地域的多点

考察，加上对方法的不断试错，促使笔者把时间

与空间（地域）纳入到方法学的分析之中。综合

地思考这段时间内围绕着红灯区的这些研究，笔

者有两个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第一，从空间上来说，性产业内部分层明

显。即便是同一个层次的以发廊为主的红灯区，

不同地域、不同场所在经营组织特点、小姐与妈

咪及客人之间的关系、群体的自我认同与职业实

践方面的差异都非常大。（黄盈盈，2004；Huang；
2010；潘绥铭、黄盈盈、刘振英，2005）。

第二，从时间上来讲，除了性产业内部在发生

着变化，2000年以来艾滋病项目的大规模开展，

改变了红灯区与主流社会（既包括卫生干预者，也

包括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近几年，屈指可数的性

工作者草根组织的发展也影响了红灯区与研究者

之间的关系。而2010年以来扫黄的加剧、媒体的

报道带来的社会热议也在不断改变着红灯区的

社会政治环境。笔者见证了这段小小的历史，切

身的感受与体会直接促成了本文的写作。

对于空间层次所体现的各种差异的分析已

经部分地写进以往的论文之中。本文将集中在

第二个层次的讨论，即侧重时间脉络中凸现的差

异性。空间层次的差异将为本文的分析提供辅

助作用，帮助笔者更好地判断在整体上，哪些差

异体现在空间上（包括地域与不同场所），而哪些

差异更主要地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带来的纵向

的变迁。

（四）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本文将以笔者在 1999年—2015年间开展的

红灯区研究为例，在变化与差异中更为动态与全

局地审视我们的田野调查过程，侧重思考社会变

迁、时代背景与调查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所选择的方法，研

究的过程如何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制约或者推

动？反之，我们的研究过程及调查方法的变化又

如何透射出时代的特点及其变迁？大时代与小

田野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现时背景之下，当

研究中介和借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辅助手段越

来越多（比如网络），社会缺乏诚信，研究对象对

于“被调查”的警惕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又可以

如何更好地思考、选择调查方法？

鉴于调查过程涉及很多内容，笔者在此仅挑

选红灯区进入方式作为切入点，结合研究项目的

资助来源与立项背景，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红灯

区进入方式的特点，并从研究深度和独立性两个

原则出发比较其异同与优缺点。

所谓“进入”，绝不仅仅是指“到达该地”这样

一种单一行为，而是指“与该社区建构起足以开

展调查的人际关系”这样一个过程。（潘绥铭、黄

盈盈、王东，2011）是否能成功地进入田野，与被

研究者建立起怎样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任何社

会调查的关键环节，也是田野的第一步，直接影

响到研究的可行性及数据资料的质量。

对于敏感人群的研究，田野的进入方式不仅

仅重要，而且往往难度很大。进入的难度也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这些领域的实地研究。

因此，对于性工作的研究通常是历史的、文本的，

而实地研究比较少，这样相对比较安全。尤其是

在一个性工作是非法的法律背景下，此类研究更

加敏感。非法加上受歧视的环境也使得“这个世

界（商业的性）很难为外来者进入，因此致使很多

关键领域研究匮乏”（凯蒂，2010：6）。也正因为

此，对于田野进入方式的讨论在类似红灯区研究

的敏感领域变得尤为重要。

红灯区研究的敏感性以及进入方式的挑战

性，使得笔者的研究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但

是，从方法学上看，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削弱相关

讨论的学术意义，恰恰可以更加充分、突显地反

映本文希望探讨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研究问

题。因为，在此类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整个

研究过程会更加敏感，对研究过程与政治及社会

背景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敏感。

二、走进红灯区：

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方法学尝试

对于红灯区研究来说（可以扩大为更广范围

的“性研究”），艾滋病项目的盛行是一个重要事

件。国外有学者甚至将艾滋病及防治项目盛行的

年代称为“艾滋病时代”（AIDS era，主要指20世纪

80年代以来），并专门分析艾滋病时代对于“性”

调查研究的影响（Catania et al.，1995；Gagnon &
Parker，2009；Vance，1991［1999］）。本文也将以

“艾滋病时代”为分界时点，展现并分析艾滋病时

代前后笔者所采用的红灯区研究进入方法。

在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发现于 1985年，艾滋

病项目的开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早期，“卖淫嫖娼”与“吸毒”是其重点。针对“小

姐”这一被标定为高危人群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在

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则是在2000年之后（社

会科学的介入也可以说是以 2000年中英艾滋病

防治项目在四川省与云南省的开展为契机），一

直持续十余年，直到前几年重点转向男男性行为

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人群。与国外学者

笼统地把艾滋病流行的年代称为“艾滋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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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与反思，定性调查又偏重于方法论层次的

讨论；不管定量研究方法还是定性研究方法都缺

乏对于调查研究过程的具体展现、分析与反思。

且整体而言，学界对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视与讨论

尤其缺乏。

最近几年，有更多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译介被

引进到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定性研

究的重要性。不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依然缺乏。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拉比诺，1977）之后所掀

起的对于调查过程的反身性方法学风潮并没有

吹到中国来。类似《从田野中学习》（Whyte，
1984），《人类学家在田野》（休谟、穆拉克，2010）、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海默、曹诗弟，2012）之类

关注调查研究过程的论述性文章及著作并不多

见，我们缺乏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叙述”（休谟、

穆拉克，2010：43）。
这也是笔者及所在团队基于二十来年在中

国社会做田野调查的本土实践，提出“论方法”的

主要背景。本文的写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

景之下的一种“论方法”的本土尝试。

（三）笔者的红灯区研究经历：1999 年—

2015年
笔者自1999年开始从事与“小姐”①有关的社

会学研究。因为各个项目资助背景的不同以及

具体研究主题的不同，迄今为止，在 23个分布在

不同地区（东北、四川、云南、宁夏、内蒙、广州、山

东诸省／市）的红灯区做过多点社区考察。粗略

计算，与团队成员一起访谈了1132位小姐、239位
妈咪或老板，以及 212位嫖客。我们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在发廊、按摩店、KTV、站街等中等偏低场

所工作的小姐。历次研究的内容涉及：扫黄政

策，性产业的经营组织状况、网络结构，小姐的自

我认同与专业实践，小姐的职业流动与健康，男

客对于性、健康与艾滋病风险的理解，男民工谈

小姐，性工作草根组织的发展等等。如果说每一

次研究借鉴的是人类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那

么综合起来看，则更接近“多点民族志”的考察②。

贯穿于这些研究，笔者一直以来对于调查研

究过程非常感兴趣，并有意识地记录相关的信

息，对于包括踩点，进入红灯区的方式，以聊天、

旁听、观察、体验为主的综合资料收集方法，相关

的伦理问题也有过专门的论述。（潘绥铭、黄盈

盈、王东，2011；黄盈盈、潘绥铭，2011；黄盈盈、潘

绥铭，2009）
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以及跨地域的多点

考察，加上对方法的不断试错，促使笔者把时间

与空间（地域）纳入到方法学的分析之中。综合

地思考这段时间内围绕着红灯区的这些研究，笔

者有两个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第一，从空间上来说，性产业内部分层明

显。即便是同一个层次的以发廊为主的红灯区，

不同地域、不同场所在经营组织特点、小姐与妈

咪及客人之间的关系、群体的自我认同与职业实

践方面的差异都非常大。（黄盈盈，2004；Huang；
2010；潘绥铭、黄盈盈、刘振英，2005）。

第二，从时间上来讲，除了性产业内部在发生

着变化，2000年以来艾滋病项目的大规模开展，

改变了红灯区与主流社会（既包括卫生干预者，也

包括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近几年，屈指可数的性

工作者草根组织的发展也影响了红灯区与研究者

之间的关系。而2010年以来扫黄的加剧、媒体的

报道带来的社会热议也在不断改变着红灯区的

社会政治环境。笔者见证了这段小小的历史，切

身的感受与体会直接促成了本文的写作。

对于空间层次所体现的各种差异的分析已

经部分地写进以往的论文之中。本文将集中在

第二个层次的讨论，即侧重时间脉络中凸现的差

异性。空间层次的差异将为本文的分析提供辅

助作用，帮助笔者更好地判断在整体上，哪些差

异体现在空间上（包括地域与不同场所），而哪些

差异更主要地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带来的纵向

的变迁。

（四）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本文将以笔者在 1999年—2015年间开展的

红灯区研究为例，在变化与差异中更为动态与全

局地审视我们的田野调查过程，侧重思考社会变

迁、时代背景与调查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所选择的方法，研

究的过程如何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制约或者推

动？反之，我们的研究过程及调查方法的变化又

如何透射出时代的特点及其变迁？大时代与小

田野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现时背景之下，当

研究中介和借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辅助手段越

来越多（比如网络），社会缺乏诚信，研究对象对

于“被调查”的警惕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又可以

如何更好地思考、选择调查方法？

鉴于调查过程涉及很多内容，笔者在此仅挑

选红灯区进入方式作为切入点，结合研究项目的

资助来源与立项背景，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红灯

区进入方式的特点，并从研究深度和独立性两个

原则出发比较其异同与优缺点。

所谓“进入”，绝不仅仅是指“到达该地”这样

一种单一行为，而是指“与该社区建构起足以开

展调查的人际关系”这样一个过程。（潘绥铭、黄

盈盈、王东，2011）是否能成功地进入田野，与被

研究者建立起怎样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任何社

会调查的关键环节，也是田野的第一步，直接影

响到研究的可行性及数据资料的质量。

对于敏感人群的研究，田野的进入方式不仅

仅重要，而且往往难度很大。进入的难度也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这些领域的实地研究。

因此，对于性工作的研究通常是历史的、文本的，

而实地研究比较少，这样相对比较安全。尤其是

在一个性工作是非法的法律背景下，此类研究更

加敏感。非法加上受歧视的环境也使得“这个世

界（商业的性）很难为外来者进入，因此致使很多

关键领域研究匮乏”（凯蒂，2010：6）。也正因为

此，对于田野进入方式的讨论在类似红灯区研究

的敏感领域变得尤为重要。

红灯区研究的敏感性以及进入方式的挑战

性，使得笔者的研究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但

是，从方法学上看，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削弱相关

讨论的学术意义，恰恰可以更加充分、突显地反

映本文希望探讨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研究问

题。因为，在此类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整个

研究过程会更加敏感，对研究过程与政治及社会

背景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敏感。

二、走进红灯区：

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方法学尝试

对于红灯区研究来说（可以扩大为更广范围

的“性研究”），艾滋病项目的盛行是一个重要事

件。国外有学者甚至将艾滋病及防治项目盛行的

年代称为“艾滋病时代”（AIDS era，主要指20世纪

80年代以来），并专门分析艾滋病时代对于“性”

调查研究的影响（Catania et al.，1995；Gagnon &
Parker，2009；Vance，1991［1999］）。本文也将以

“艾滋病时代”为分界时点，展现并分析艾滋病时

代前后笔者所采用的红灯区研究进入方法。

在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发现于 1985年，艾滋

病项目的开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早期，“卖淫嫖娼”与“吸毒”是其重点。针对“小

姐”这一被标定为高危人群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在

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则是在2000年之后（社

会科学的介入也可以说是以 2000年中英艾滋病

防治项目在四川省与云南省的开展为契机），一

直持续十余年，直到前几年重点转向男男性行为

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人群。与国外学者

笼统地把艾滋病流行的年代称为“艾滋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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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笔者更倾向于从“艾滋病”在政策与社会层

面产生的影响来划分时间点，结合其与红灯区之

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把 2000年到 2010年期间

称之为红灯区研究的“艾滋病时代”。

考虑到防治项目的开展需要探索时间以及

笔者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将以 2002年之前（前

艾滋病时代），2002年—2010年（艾滋病时代），以

及 2010年之后（后艾滋病时代）为三个大致的时

间节点来展开讨论。

（一）“前艾滋病时代”（1999年—2002年）：自
我摸索式

笔者把 2002年之前所采用的红灯区研究的

进入方式整体上总结为“自我摸索式”。这种自

我摸索出来的进入方式，也成为我们进入红灯区

的基本模式。

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1999年，当时“艾滋病”

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人来说还非常陌生，针对小姐

人群的大规模艾滋病防治项目也尚未展开。笔

者还是社会学硕士一年级学生，没有资助项目。

研究初衷是香港“紫藤”（一个为性工作者提供社

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严老师意识到来

香港工作的好多小姐是从深圳过去的，进而想了

解深圳红灯区的情况（没有明确的研究题目），于

是向潘绥铭老师借了一个女学生，并提供了路费

以及食宿费。严老师是笔者红灯区研究的学院

外引路人。不过，即便她经验丰富，也并不认识

我们踩点所选中的那个红灯区里的小姐。因此，

进入当地的红灯区都是自己靠着厚脸皮摸索实

践出来的。这段“进入”故事——天天在大街上

溜达以寻求谋面机会，因为进入不了这个人群而

焦虑，最后通过借撑衣杆认识第一个小姐，并由

她带我坐进发廊——在笔者的讲座及论文中多

次被提及，也是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田野记忆，

其中的纠结和尴尬、酸甜苦辣历历在目。

之后，笔者参加了 2001年和 2002年分别在

四川、东北与广州开展的三个调研项目。东北与

广州的研究是在“下岗”浪潮的大背景下开展的，

关注小姐们的职业流动情况。（黄盈盈，潘绥铭，

2003）仅四川的研究是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的

资助，官方的研究主题是“路边店小姐的艾滋病

风险以及干预模式的探索研究”。时值中英艾滋

病防治项目（2000年—2006年）的早期，四川省的

艾滋病防治工作刚刚开始，因此没有很多疾病控

制系统的资源可以依托。而我们所记录的当时

试图靠介绍信、政府行政机构这种正规方式“进

入田野”的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前艾滋病时代”

地方政府部门对于红灯区研究的典型态度。

2001年我们“进入”之前，专门请省项目办的

主任，给B市卫生局的领导打招呼，请求他们帮助

我们，通过市里介绍下去。

当时，我们准备调查B市属下的，位于A县市

区边缘地带的，新建开发区里的一个大规模红灯

区（当时的营业场所大约有 82家）。这个地方名

声很大，甚至抑制了周围其他地方性产业的发

展。它属于我们在项目设计中特别强调的那种

“市郊型”红灯区。它的主要客人就是A县的市区

人口，而且由于它就在高速公路上，因此吸引了

省会和地级市的大批客人，远途传播性病艾滋病

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原来准备花大力气研究它。

省项目办的招呼打到之后，B市卫生局的领

导非常支持，马上专门委派局里预防中心的主任

及副主任，驱车赶到A县。两位领导在仔细研究

了我们的实施方案之后，又邀请A县卫生局的一

位主管副局长和防疫站主任等 5名领导，与我们

共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市卫生局的领导倾

向于：县防疫站直接带我们前去，并且利用防疫

站人员的工作关系，首先打通一两个老板，然后

我们再进入现场。但是，当这个意见已经讨论到

如何安排具体时间的地步时，县卫生局的领导提

出：应该首先请示县委的分管书记，然后再作决

定。尽管市卫生局领导表示：这个工作可以作为

市卫生局的业务工作任务来安排，但是县里的各

位领导还是认为应该请示县委。

大约 3个小时之后，县卫生局的领导给我们

传达了县委的正式意见：不同意在该地进行调

查。事后我们得知，这是县里的分管书记请示了

一把手，一把手又征求了其他主要领导的意见，

然后集体做出这个决定。

B市卫生局的领导对我们表示了爱莫能助。

当晚，县卫生局领导宴请了我们。在私下里我们

曾经试探过：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去红灯区，

不提本地领导，甚至不提省项目办，仅仅说我们

是人民大学自己的研究项目。结果，领导非常紧

张，反复强调：在县委正式答复之前也许还有商

量的余地，现在绝对不可以。我们又问：仅仅走

马观花地去看看怎么样？领导认为也不可以，而

且说出了“重话”：要尊重当地党的领导。（2001年

田野笔记，节选自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
262-263）

这个试图依托政府部门“进入红灯区”的失

败故事透射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2001年左右，

卫生系统防治艾滋病的意识以及对于我们工作

的支持是存在的，但是当时的艾滋病防治并没有

上升到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认为来研究红灯区是

属于给地方抹黑，因此，很客气地把我们宴送

走。地方政府的这种态度跟后来艾滋病防治政

策层层加码之后是很不同的（潘绥铭、黄盈盈、李

楯，200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继续“靠自己摸

索”，直接通过小道消息（来自当地朋友、出租车

司机等）住到红灯区，靠长时间的接触来取得妈

咪以及小姐们的信任，并逐步能够坐进发廊，运

用观察、聊天、旁听、体验的综合方法开始资料收

集工作。

笔者及团队曾详细记录过 2002年之前所实

践的“自我摸索式”进入方式的各种具体策略（潘

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总结如下：

策略 1：熟人介绍进入场所，这恐怕是最方便

的方法。熟人如果是业内人士，当然是最好。退

一步，如果熟人能够介绍该社区的领袖人物或者

关键知情人，也会事半功倍。可惜，这种方法往

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一则谁也不会真的“朋友遍

天下”，二则如果该社区森严壁垒，我们的熟人往

往也无能为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人脉不够丰富

的社区考察者来说，至少在红灯区研究的早期，

基本上还要靠“自食其力”。

策略 2：在场所外（比如住所）认识小姐，然后

由小姐介绍进入场所，再认识其他小姐。这种方

式也不错。其中借助外力的成分被减少了，社区

考察者自己努力的余地增大了，要制造各种可能

性来认识场所外的小姐。

策略 3：通过搭讪、打麻将、看电视等方式直

接进入场所找小姐聊，这是第三好的方式，也是

笔者最常用的方式。即使老板顽固不化，易地再

战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在攻克一点之后，往往

还可以“吃回头草”，再次进入原来被拒绝的场

所。这在小姐的自由度比较大的场所更加有效。

策略 4：直接进入场所，首先打通老板，然后

再找小姐。在笔者的实践中，总的来看比较成

功。在管理比较严的地方，通过老板或者妈咪这

一关，是首要的。但是通常这只是意味着具有了

走进发廊的敲门砖，之后还是要通过各种招数来

跟小姐熟络。

策略 5：通过老板找老板，半失败；直接地、正

式地找老板，基本失败。

210 211



□

2016/03 开 放 时 代

□

感言 大时代与小田野

不同，笔者更倾向于从“艾滋病”在政策与社会层

面产生的影响来划分时间点，结合其与红灯区之

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把 2000年到 2010年期间

称之为红灯区研究的“艾滋病时代”。

考虑到防治项目的开展需要探索时间以及

笔者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将以 2002年之前（前

艾滋病时代），2002年—2010年（艾滋病时代），以

及 2010年之后（后艾滋病时代）为三个大致的时

间节点来展开讨论。

（一）“前艾滋病时代”（1999年—2002年）：自
我摸索式

笔者把 2002年之前所采用的红灯区研究的

进入方式整体上总结为“自我摸索式”。这种自

我摸索出来的进入方式，也成为我们进入红灯区

的基本模式。

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1999年，当时“艾滋病”

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人来说还非常陌生，针对小姐

人群的大规模艾滋病防治项目也尚未展开。笔

者还是社会学硕士一年级学生，没有资助项目。

研究初衷是香港“紫藤”（一个为性工作者提供社

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严老师意识到来

香港工作的好多小姐是从深圳过去的，进而想了

解深圳红灯区的情况（没有明确的研究题目），于

是向潘绥铭老师借了一个女学生，并提供了路费

以及食宿费。严老师是笔者红灯区研究的学院

外引路人。不过，即便她经验丰富，也并不认识

我们踩点所选中的那个红灯区里的小姐。因此，

进入当地的红灯区都是自己靠着厚脸皮摸索实

践出来的。这段“进入”故事——天天在大街上

溜达以寻求谋面机会，因为进入不了这个人群而

焦虑，最后通过借撑衣杆认识第一个小姐，并由

她带我坐进发廊——在笔者的讲座及论文中多

次被提及，也是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田野记忆，

其中的纠结和尴尬、酸甜苦辣历历在目。

之后，笔者参加了 2001年和 2002年分别在

四川、东北与广州开展的三个调研项目。东北与

广州的研究是在“下岗”浪潮的大背景下开展的，

关注小姐们的职业流动情况。（黄盈盈，潘绥铭，

2003）仅四川的研究是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的

资助，官方的研究主题是“路边店小姐的艾滋病

风险以及干预模式的探索研究”。时值中英艾滋

病防治项目（2000年—2006年）的早期，四川省的

艾滋病防治工作刚刚开始，因此没有很多疾病控

制系统的资源可以依托。而我们所记录的当时

试图靠介绍信、政府行政机构这种正规方式“进

入田野”的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前艾滋病时代”

地方政府部门对于红灯区研究的典型态度。

2001年我们“进入”之前，专门请省项目办的

主任，给B市卫生局的领导打招呼，请求他们帮助

我们，通过市里介绍下去。

当时，我们准备调查B市属下的，位于A县市

区边缘地带的，新建开发区里的一个大规模红灯

区（当时的营业场所大约有 82家）。这个地方名

声很大，甚至抑制了周围其他地方性产业的发

展。它属于我们在项目设计中特别强调的那种

“市郊型”红灯区。它的主要客人就是A县的市区

人口，而且由于它就在高速公路上，因此吸引了

省会和地级市的大批客人，远途传播性病艾滋病

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原来准备花大力气研究它。

省项目办的招呼打到之后，B市卫生局的领

导非常支持，马上专门委派局里预防中心的主任

及副主任，驱车赶到A县。两位领导在仔细研究

了我们的实施方案之后，又邀请A县卫生局的一

位主管副局长和防疫站主任等 5名领导，与我们

共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市卫生局的领导倾

向于：县防疫站直接带我们前去，并且利用防疫

站人员的工作关系，首先打通一两个老板，然后

我们再进入现场。但是，当这个意见已经讨论到

如何安排具体时间的地步时，县卫生局的领导提

出：应该首先请示县委的分管书记，然后再作决

定。尽管市卫生局领导表示：这个工作可以作为

市卫生局的业务工作任务来安排，但是县里的各

位领导还是认为应该请示县委。

大约 3个小时之后，县卫生局的领导给我们

传达了县委的正式意见：不同意在该地进行调

查。事后我们得知，这是县里的分管书记请示了

一把手，一把手又征求了其他主要领导的意见，

然后集体做出这个决定。

B市卫生局的领导对我们表示了爱莫能助。

当晚，县卫生局领导宴请了我们。在私下里我们

曾经试探过：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去红灯区，

不提本地领导，甚至不提省项目办，仅仅说我们

是人民大学自己的研究项目。结果，领导非常紧

张，反复强调：在县委正式答复之前也许还有商

量的余地，现在绝对不可以。我们又问：仅仅走

马观花地去看看怎么样？领导认为也不可以，而

且说出了“重话”：要尊重当地党的领导。（2001年

田野笔记，节选自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
262-263）

这个试图依托政府部门“进入红灯区”的失

败故事透射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2001年左右，

卫生系统防治艾滋病的意识以及对于我们工作

的支持是存在的，但是当时的艾滋病防治并没有

上升到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认为来研究红灯区是

属于给地方抹黑，因此，很客气地把我们宴送

走。地方政府的这种态度跟后来艾滋病防治政

策层层加码之后是很不同的（潘绥铭、黄盈盈、李

楯，200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继续“靠自己摸

索”，直接通过小道消息（来自当地朋友、出租车

司机等）住到红灯区，靠长时间的接触来取得妈

咪以及小姐们的信任，并逐步能够坐进发廊，运

用观察、聊天、旁听、体验的综合方法开始资料收

集工作。

笔者及团队曾详细记录过 2002年之前所实

践的“自我摸索式”进入方式的各种具体策略（潘

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总结如下：

策略 1：熟人介绍进入场所，这恐怕是最方便

的方法。熟人如果是业内人士，当然是最好。退

一步，如果熟人能够介绍该社区的领袖人物或者

关键知情人，也会事半功倍。可惜，这种方法往

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一则谁也不会真的“朋友遍

天下”，二则如果该社区森严壁垒，我们的熟人往

往也无能为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人脉不够丰富

的社区考察者来说，至少在红灯区研究的早期，

基本上还要靠“自食其力”。

策略 2：在场所外（比如住所）认识小姐，然后

由小姐介绍进入场所，再认识其他小姐。这种方

式也不错。其中借助外力的成分被减少了，社区

考察者自己努力的余地增大了，要制造各种可能

性来认识场所外的小姐。

策略 3：通过搭讪、打麻将、看电视等方式直

接进入场所找小姐聊，这是第三好的方式，也是

笔者最常用的方式。即使老板顽固不化，易地再

战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在攻克一点之后，往往

还可以“吃回头草”，再次进入原来被拒绝的场

所。这在小姐的自由度比较大的场所更加有效。

策略 4：直接进入场所，首先打通老板，然后

再找小姐。在笔者的实践中，总的来看比较成

功。在管理比较严的地方，通过老板或者妈咪这

一关，是首要的。但是通常这只是意味着具有了

走进发廊的敲门砖，之后还是要通过各种招数来

跟小姐熟络。

策略 5：通过老板找老板，半失败；直接地、正

式地找老板，基本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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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在“前艾滋病时代”，希望靠正式

介绍信通过行政系统进入红灯区的方式基本都

是失败的。而靠自己的努力（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直接认识小姐、妈咪则是常态。

“自我摸索式”的进入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

探索性很强，基本是靠时间以及一点一滴地接触

直接与小姐或者妈咪建立关系。在每个红灯区，

我们至少要花一周的时间来认识人，需要更长的

时间坐进发廊，吃闭门羹则是家常便饭。这对于

研究者的心理素质与个人交往能力是个很大的

考验，我们都得培养“自甘堕落”的态度③，脸皮厚

也成了调研者的基本素养之一。这个特点与红

灯区研究的敏感性是直接相关的，法律与道德的

边缘地位使得依靠“介绍信”方式进入变得不可

能。而且，这个人群对于任何外人也会格外戒

备，千万不要奢望有人备着酒列队欢迎。这种情

况下，如果不认识红灯区内部的小姐或者妈咪，

就只能靠自己摸索。

“自我摸索式”的第二个特点是随机应变性

很强。在A地有效的方式在B地很可能就不灵。

这取决于该红灯区的具体特点。比如，要进入一

个组织严密、控制色彩浓厚的红灯区，当然难于进

入一个自由聘用式的地方。即便是同一个红灯

区，我们就算是打通了一家发廊，也不意味着可以

进入另一家。甚至是，即便可以跟同一个发廊的

A小姐说上话，也不一定可以跟 B小姐聊上天。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进入”过程发生在红灯区

研究的自始至终，有经验可以总结，但不具有可复

制性。这个特点虽然是任何采取多点民族志方法

的定性研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的，但是在红灯区

这样一个敏感议题上，其不可预测性，以及在进

入这个步骤上所需的时间与精力更加突出。

相应地，这种方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研究者

的个性及其策略更加彰显。除了不同地域的红

灯区以及不同发廊的具体特点会影响进入的过

程与效果，不同社会背景、心理素质、性格、性别

和年龄的研究者所采取的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例如在参与调查的几个女研究生中，有的人就能

比较快地认识小姐，有的就比较困难一点。不

过，在笔者的经历里面，在靠自食其力“进入红灯

区”阶段，是教授还是学生，差别不是很大，而性

别因素在最初的阶段会有影响（比如更容易把男

性当成潜在的嫖客来搭讪，而对于女学生，则爱

答不理），但是一旦知情之后，在是否接受我们进

入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是否能让我们坐进发廊

（而不仅仅是聊几句话）这个层次上，难度系数上

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④研究者都需要努力靠着

自己的能力、魅力与真诚去打破隔阂、建立人际

关系。相对于其他的研究领域，红灯区研究很考

验研究者的心理素质以及与边缘人群打交道的

态度与能力，但是对于社会阶层意义上的身份、

资历的认定与偏好并没有那么强，换句话说，没

有那么“势利”。

尽管挑战性很强，我们的实践证明，“靠自己

摸索”是可以进入红灯区的。这种方式的积极意

义首先在于：即便是初学者，即便是没有社会资

源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进入田野的；这

对于不少面对“如何进入田野”发憷的初学者来

说尤其重要。而对于那些因为“不认识圈里人”

就试图直接放弃此类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

鼓励信号。

相关的，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最大限

度地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独立，而非客观中

立）。与各类依靠研究中介的进入方式相比，这

种独立性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依靠自己的学

术训练与能力来收集资料，进行独立思考，对材

料进行综合分析与自主性判断，从而免受其他第

三方中介因素的干扰，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能保持

批判性思维。这点，笔者将在后两种方式的分析

中展开讨论。

“自我摸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其他

方式所不可替代的：研究者靠自己的努力、靠一

点一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关系，信任感比较强。

发廊不容易坐进去，但是在没有外界压力（比如行

政压力）的情况下，一旦有小姐或者妈咪带你坐进

发廊，就意味着跨过了关键性的田野边界，不仅仅

在物理空间上进入了红灯区，更是在心理层面上

与她们拉近了距离。可以说，在“进入”这个环节

取得了重要进展，也使得后面与研究对象的“共

情、共景、共述”得以可能，使得定性研究的“求全

法”得以可能（黄盈盈、潘绥铭、王东，2008）。
也正因为其在研究独立性与研究深度这两

方面的优点，虽然困难重重，且对研究者的心理

挑战颇大，“自我摸索式”的进入方式成为我们进

入红灯区的基本模式，虽然具体策略各异，在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性与地域性。回顾笔者的

红灯区研究，即便是在后面有疾病控制系统以及

草根组织可以作为进入的中介，自感比较深入的

研究是依靠“自我摸索式”这种方式进入的。在

现时背景之下，当有越来越多的中介可以依赖的

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包括敏感人群

或者敏感议题的研究）依赖中介进入同时却又缺

乏必要的反思的情况下，笔者更要强调这种基本

的进入方式的特点及优点，并首先提倡之。⑤

（二）“艾滋病时代”（2002年—2010年）：疾病

控制系统作为研究中介

2002年之后，笔者认为红灯区研究进入了

“艾滋病时代”。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艾滋病

防治”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国务院更是在 2004
年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⑥。国家政策纷纷

出台，在几个大型国际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推动

下，全国各地的防治工作大规模展开。而由于前

期的积累，不少地方已经建立了项目点，不管是

动用地方人脉还是行政力量，多多少少与当地红

灯区有打过交道。在防治队伍里面，发展“小姐

骨干”与“同伴教育者”也是艾滋病防治中的主要

策略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笔者及所在的团队

于 2004年—2005年以及 2007年—2008年间分别

开展了“针对男（嫖）客的艾滋病风险以及干预模

式”的探讨（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支持），以

及有关“性产业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受全球防治

艾滋病与肺结核基金的支持）。这两个项目基本

上是受资助方委托而开展的。我们也因此提出，

希望项目点所在地的疾病控制部门可以提供“引

介”的帮助，试图减少进入田野的难度，缩短进入

时间。

事实上，相比于之前的“自我摸索式”，这个

阶段我们在“进入红灯区”的环节上，确实更多地

依托了从国家到地方各地项目办，借用了当地已

有的艾滋病防治经验与资源。

以男客研究为例。相比于小姐，男客除了其

嫖娼的非法性与社会歧视，分散的特点也增加了

“进入”的难度。为了在更接近生活的情境下开

展研究，我们还是以红灯区（发廊／夜总会 ／ 茶

馆）为基点来寻访男客（区别于在劳教所以及性

病门诊来访谈嫖客）。

通过与资助方的讨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当地的配合情况、当地的性产业特点等），该研

究一共选择了云南与四川的四个地方，开始踩点

进驻。⑦

根据项目人员的介绍，昆明的夜总会、歌舞

厅非常多。而且，他们的项目工作在不少场所都

有“点”。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我们决定把昆明

的目标定在中高档场所，考察到这些场所里消费

的客人的情况。

在基本确定了人群之后，当晚，项目办工作

人员就带着我们去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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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在“前艾滋病时代”，希望靠正式

介绍信通过行政系统进入红灯区的方式基本都

是失败的。而靠自己的努力（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直接认识小姐、妈咪则是常态。

“自我摸索式”的进入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

探索性很强，基本是靠时间以及一点一滴地接触

直接与小姐或者妈咪建立关系。在每个红灯区，

我们至少要花一周的时间来认识人，需要更长的

时间坐进发廊，吃闭门羹则是家常便饭。这对于

研究者的心理素质与个人交往能力是个很大的

考验，我们都得培养“自甘堕落”的态度③，脸皮厚

也成了调研者的基本素养之一。这个特点与红

灯区研究的敏感性是直接相关的，法律与道德的

边缘地位使得依靠“介绍信”方式进入变得不可

能。而且，这个人群对于任何外人也会格外戒

备，千万不要奢望有人备着酒列队欢迎。这种情

况下，如果不认识红灯区内部的小姐或者妈咪，

就只能靠自己摸索。

“自我摸索式”的第二个特点是随机应变性

很强。在A地有效的方式在B地很可能就不灵。

这取决于该红灯区的具体特点。比如，要进入一

个组织严密、控制色彩浓厚的红灯区，当然难于进

入一个自由聘用式的地方。即便是同一个红灯

区，我们就算是打通了一家发廊，也不意味着可以

进入另一家。甚至是，即便可以跟同一个发廊的

A小姐说上话，也不一定可以跟 B小姐聊上天。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进入”过程发生在红灯区

研究的自始至终，有经验可以总结，但不具有可复

制性。这个特点虽然是任何采取多点民族志方法

的定性研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的，但是在红灯区

这样一个敏感议题上，其不可预测性，以及在进

入这个步骤上所需的时间与精力更加突出。

相应地，这种方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研究者

的个性及其策略更加彰显。除了不同地域的红

灯区以及不同发廊的具体特点会影响进入的过

程与效果，不同社会背景、心理素质、性格、性别

和年龄的研究者所采取的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例如在参与调查的几个女研究生中，有的人就能

比较快地认识小姐，有的就比较困难一点。不

过，在笔者的经历里面，在靠自食其力“进入红灯

区”阶段，是教授还是学生，差别不是很大，而性

别因素在最初的阶段会有影响（比如更容易把男

性当成潜在的嫖客来搭讪，而对于女学生，则爱

答不理），但是一旦知情之后，在是否接受我们进

入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是否能让我们坐进发廊

（而不仅仅是聊几句话）这个层次上，难度系数上

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④研究者都需要努力靠着

自己的能力、魅力与真诚去打破隔阂、建立人际

关系。相对于其他的研究领域，红灯区研究很考

验研究者的心理素质以及与边缘人群打交道的

态度与能力，但是对于社会阶层意义上的身份、

资历的认定与偏好并没有那么强，换句话说，没

有那么“势利”。

尽管挑战性很强，我们的实践证明，“靠自己

摸索”是可以进入红灯区的。这种方式的积极意

义首先在于：即便是初学者，即便是没有社会资

源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进入田野的；这

对于不少面对“如何进入田野”发憷的初学者来

说尤其重要。而对于那些因为“不认识圈里人”

就试图直接放弃此类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

鼓励信号。

相关的，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最大限

度地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独立，而非客观中

立）。与各类依靠研究中介的进入方式相比，这

种独立性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依靠自己的学

术训练与能力来收集资料，进行独立思考，对材

料进行综合分析与自主性判断，从而免受其他第

三方中介因素的干扰，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能保持

批判性思维。这点，笔者将在后两种方式的分析

中展开讨论。

“自我摸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其他

方式所不可替代的：研究者靠自己的努力、靠一

点一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关系，信任感比较强。

发廊不容易坐进去，但是在没有外界压力（比如行

政压力）的情况下，一旦有小姐或者妈咪带你坐进

发廊，就意味着跨过了关键性的田野边界，不仅仅

在物理空间上进入了红灯区，更是在心理层面上

与她们拉近了距离。可以说，在“进入”这个环节

取得了重要进展，也使得后面与研究对象的“共

情、共景、共述”得以可能，使得定性研究的“求全

法”得以可能（黄盈盈、潘绥铭、王东，2008）。
也正因为其在研究独立性与研究深度这两

方面的优点，虽然困难重重，且对研究者的心理

挑战颇大，“自我摸索式”的进入方式成为我们进

入红灯区的基本模式，虽然具体策略各异，在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性与地域性。回顾笔者的

红灯区研究，即便是在后面有疾病控制系统以及

草根组织可以作为进入的中介，自感比较深入的

研究是依靠“自我摸索式”这种方式进入的。在

现时背景之下，当有越来越多的中介可以依赖的

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包括敏感人群

或者敏感议题的研究）依赖中介进入同时却又缺

乏必要的反思的情况下，笔者更要强调这种基本

的进入方式的特点及优点，并首先提倡之。⑤

（二）“艾滋病时代”（2002年—2010年）：疾病

控制系统作为研究中介

2002年之后，笔者认为红灯区研究进入了

“艾滋病时代”。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艾滋病

防治”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国务院更是在 2004
年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⑥。国家政策纷纷

出台，在几个大型国际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推动

下，全国各地的防治工作大规模展开。而由于前

期的积累，不少地方已经建立了项目点，不管是

动用地方人脉还是行政力量，多多少少与当地红

灯区有打过交道。在防治队伍里面，发展“小姐

骨干”与“同伴教育者”也是艾滋病防治中的主要

策略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笔者及所在的团队

于 2004年—2005年以及 2007年—2008年间分别

开展了“针对男（嫖）客的艾滋病风险以及干预模

式”的探讨（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支持），以

及有关“性产业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受全球防治

艾滋病与肺结核基金的支持）。这两个项目基本

上是受资助方委托而开展的。我们也因此提出，

希望项目点所在地的疾病控制部门可以提供“引

介”的帮助，试图减少进入田野的难度，缩短进入

时间。

事实上，相比于之前的“自我摸索式”，这个

阶段我们在“进入红灯区”的环节上，确实更多地

依托了从国家到地方各地项目办，借用了当地已

有的艾滋病防治经验与资源。

以男客研究为例。相比于小姐，男客除了其

嫖娼的非法性与社会歧视，分散的特点也增加了

“进入”的难度。为了在更接近生活的情境下开

展研究，我们还是以红灯区（发廊／夜总会 ／ 茶

馆）为基点来寻访男客（区别于在劳教所以及性

病门诊来访谈嫖客）。

通过与资助方的讨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当地的配合情况、当地的性产业特点等），该研

究一共选择了云南与四川的四个地方，开始踩点

进驻。⑦

根据项目人员的介绍，昆明的夜总会、歌舞

厅非常多。而且，他们的项目工作在不少场所都

有“点”。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我们决定把昆明

的目标定在中高档场所，考察到这些场所里消费

的客人的情况。

在基本确定了人群之后，当晚，项目办工作

人员就带着我们去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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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7人先去了一家夜总会。因为项目

办的人员跟这家夜总会比较熟，经理还有领班

（妈咪）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办公室。寒暄之

后，我们说明来意。经理刚开始估计没有整明

白，自己在那里讲起来：来这儿玩的客人是怎么

样怎么样的。在明确我们是想到他这里“蹲点”

访谈男客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表示一定支

持。领班也是笑嘻嘻的。

不过，在我们提出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开始的

时候，领班说没有联系好，临时不好找人。我们

又提出，能不能明天在他们这里等，领班说联系

了人之后再通知我们，这样，我们也就不用白

等。他说得非常有礼貌，而且一再表示支持，但

是我们知道这有点搪塞的意思，非常被动，但是

也没有办法。而且，考虑到当晚的主要任务是摸

底，所以就先走了，到第二家去。

第二家是一个歌舞厅，规模比较小。这家的

经理也是个男的，比上家更加积极，而且非常配

合的样子，还给我们上果盘，闲聊了很一会儿。

在具体谈到我们的目的的时候，也表示支持，并

且把管小姐的那个妈咪（很年轻的女孩子）叫进

来跟我们聊，说她比较了解。妈咪觉得找客人会

比较难，怕得罪客人。但是她认识几个朋友，还

有老公的朋友都经常到场所来，改天可以介绍给

我们。彼此留下电话之后，我们就回去了。

出来的时候，项目办的人指着旁边的一家

HY夜总会的牌子跟我们说，这是一家宾馆的夜

总会，里头也是有很多小姐的。于是我们决定第

二天直接就搬到这个宾馆来住，以方便考察。考

虑到刚才去的两家都有点不牢靠，我们请项目办

的人明天再跟我们一起多踩几个点。

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了HY夜总会所在的宾

馆。晚上，先一起跟着项目办的人去一家 FY夜

总会踩点，然后兵分两路，两个人在FY夜总会蹲

点，另外两个人在HY夜总会蹲点。

据项目办的人介绍，我们宾馆附近还有一家

摸摸舞舞厅，叫BL。这家舞厅上午是一些老头老

太太来跳舞，下午开始到晚上就是摸摸舞。里面

有很多小姐。我们决定在另一天来考查 BL 歌

舞厅。

最后，FY，HY 和 BL 成了我们的主要据点。

而且，为了不出现第一天晚上被老板、妈咪的“电

话联系”搪塞的局面，我们直接就蹲在后几家场

所，并与老板说好会经常来。

……

FY夜总会有好几个妈咪，其中Y姐是我们的

主要关键人。项目办的人告诉我们，Y姐曾参加

他们项目办的培训与VCT检测。对项目办要求

的在小姐当中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还是比较

支持的……（根据笔者的男客研究田野笔记整理

［2005年11月］）

这里记录了我们依托项目办进入场所的最

典型的做法：到达每个点之后，首先向当地的工

作人员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花1天—2天时间

实地参观。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确

定希望接触的男客人群和场所。接着，在项目工

作者或者娱乐业老板的帮助下，认识一些关键人

（通常是妈咪，老板，小姐骨干等），请她们帮忙

引介。

在不同的地点与场所，我们的具体策略会有

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项目办所提供的帮助包

括：给我们介绍当地面上红灯区的情况；带我们

踩点并认识场所的老板、妈咪或者小姐骨干。而

之后，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符合研究要求的合适的

场所，开始蹲点观察，并在妈咪与小姐的引介下

接触、访谈嫖客。这里的引介基本上是介绍我们

认识，其后的动员工作还是靠自己。只有在一个

点，项目的工作基础非常好，项目办的同伴教育

者能力很强（加上低社会阶层的男客戒备心不是

很强），所以能直接把那些找过小姐的三轮车司

机和工地民工叫到活动室来（周末），进行访谈、

座谈；且直接带我们到工地上聊大家对于宣传材

料的意见与建议。但是，很明显，过度依赖项目

办的问题就是研究不够深入，基本停留在访谈以

及粗浅的观察上，而没有更好地运用田野调查的

综合方法来达到共述、共景与共情。

与“前艾滋病时代”的“自我摸索式”相比，

“艾滋病时代”给研究提供了行政支持的社会条

件，使得我们可以依靠疾病控制系统进入场所。

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特点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之间出现了“中介”，且中介的性质是官方行政系

统。这种性质的中介，为“进入红灯区”带来了明

显的优缺点。

其优点突出体现在它为红灯区研究带来便

利，减少了进入的成本。首先，在初步认识、坐进

发廊这个环节上，节省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与之

前“饱受煎熬”的“自我摸索式”相比，我们在初期

无不感到“欣喜”，甚至“受宠若惊”：田野调查“关

键人”的作用也终于在我们的红灯区研究中发挥

出来了。其次，当地项目办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本

身具有研究价值，确实可以作为一类“知情人”进

入到研究之中。此外，研究中介的官方色彩，也为

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至少不会被当地

政府宴送走；万一出现什么事情，还可以找政府。

也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条件，大多数红灯区研

究或多或少都依靠了行政资源，并将其作为最主

要，甚至是想当然的研究中介。研究中介官方背

景的局限性以及对研究带来的风险却经常被忽

略，或者被有意避之。

首先，依托疾病控制系统进入红灯区这种方

式，受限于当地项目办与红灯区的关系。如果关

系较好，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关系不好，就会事倍

功半，甚至完全失败。

在男客研究中，云南与四川的几个点，当地

的防治工作无论是在面上（工作点的范围）还是

与关键人的人际关系上，都是比较好的。因此，

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给

了我们足够的田野点选择。

反之，我们也遇到过本地工作情况不佳的情

况。其对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当地只是在有限的几个场所开展工作，工作面并

没有打开，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选择就更加有

限了，通常没法依照学术目的来选择田野点。第

二，项目办与老板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这种背景

之下，即便老板或者妈咪出于压力让我们坐进发

廊，小姐们对于“上面介绍来的人”也是爱答不理

的，或者随便说几句敷衍我们，甚至顾虑更多，反

而加大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我们身处红灯区，实际上并没有进入田

野；即便是获得了一些资料，其质量也是很可疑

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放弃了项目办介绍

的场所，还是延续传统的“自我摸索式”。这两个

局限性在边缘人群、敏感议题的研究中尤其明

显。因为，此类研究中，研究对象因为身处社会

边缘、道德边缘、法律边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

往更加紧张。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得不警惕研究

中介的政府性质，以及其长期形成的与研究对象

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其次，即便是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项目办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关系的前期，适合时间比

较紧迫的情况之下使用。男客的研究中，在初步

进入场所、认识关键人方面，我们确实获得了很

多便利。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在后面如何跟

关键人保持良好关系，并能在至少一段时间内促

使她们切实地帮我们引介访谈对象，如何与直接

的被访者打交道，研究者付出的努力并不比“自

我摸索式”要少，甚至更多。研究越趋向于深入，

对于研究资料的要求越高，这种方式所能带来的

便利就越有限。笔者甚至觉得早期进入所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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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7人先去了一家夜总会。因为项目

办的人员跟这家夜总会比较熟，经理还有领班

（妈咪）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办公室。寒暄之

后，我们说明来意。经理刚开始估计没有整明

白，自己在那里讲起来：来这儿玩的客人是怎么

样怎么样的。在明确我们是想到他这里“蹲点”

访谈男客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表示一定支

持。领班也是笑嘻嘻的。

不过，在我们提出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开始的

时候，领班说没有联系好，临时不好找人。我们

又提出，能不能明天在他们这里等，领班说联系

了人之后再通知我们，这样，我们也就不用白

等。他说得非常有礼貌，而且一再表示支持，但

是我们知道这有点搪塞的意思，非常被动，但是

也没有办法。而且，考虑到当晚的主要任务是摸

底，所以就先走了，到第二家去。

第二家是一个歌舞厅，规模比较小。这家的

经理也是个男的，比上家更加积极，而且非常配

合的样子，还给我们上果盘，闲聊了很一会儿。

在具体谈到我们的目的的时候，也表示支持，并

且把管小姐的那个妈咪（很年轻的女孩子）叫进

来跟我们聊，说她比较了解。妈咪觉得找客人会

比较难，怕得罪客人。但是她认识几个朋友，还

有老公的朋友都经常到场所来，改天可以介绍给

我们。彼此留下电话之后，我们就回去了。

出来的时候，项目办的人指着旁边的一家

HY夜总会的牌子跟我们说，这是一家宾馆的夜

总会，里头也是有很多小姐的。于是我们决定第

二天直接就搬到这个宾馆来住，以方便考察。考

虑到刚才去的两家都有点不牢靠，我们请项目办

的人明天再跟我们一起多踩几个点。

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了HY夜总会所在的宾

馆。晚上，先一起跟着项目办的人去一家 FY夜

总会踩点，然后兵分两路，两个人在FY夜总会蹲

点，另外两个人在HY夜总会蹲点。

据项目办的人介绍，我们宾馆附近还有一家

摸摸舞舞厅，叫BL。这家舞厅上午是一些老头老

太太来跳舞，下午开始到晚上就是摸摸舞。里面

有很多小姐。我们决定在另一天来考查 BL 歌

舞厅。

最后，FY，HY 和 BL 成了我们的主要据点。

而且，为了不出现第一天晚上被老板、妈咪的“电

话联系”搪塞的局面，我们直接就蹲在后几家场

所，并与老板说好会经常来。

……

FY夜总会有好几个妈咪，其中Y姐是我们的

主要关键人。项目办的人告诉我们，Y姐曾参加

他们项目办的培训与VCT检测。对项目办要求

的在小姐当中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还是比较

支持的……（根据笔者的男客研究田野笔记整理

［2005年11月］）

这里记录了我们依托项目办进入场所的最

典型的做法：到达每个点之后，首先向当地的工

作人员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花1天—2天时间

实地参观。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确

定希望接触的男客人群和场所。接着，在项目工

作者或者娱乐业老板的帮助下，认识一些关键人

（通常是妈咪，老板，小姐骨干等），请她们帮忙

引介。

在不同的地点与场所，我们的具体策略会有

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项目办所提供的帮助包

括：给我们介绍当地面上红灯区的情况；带我们

踩点并认识场所的老板、妈咪或者小姐骨干。而

之后，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符合研究要求的合适的

场所，开始蹲点观察，并在妈咪与小姐的引介下

接触、访谈嫖客。这里的引介基本上是介绍我们

认识，其后的动员工作还是靠自己。只有在一个

点，项目的工作基础非常好，项目办的同伴教育

者能力很强（加上低社会阶层的男客戒备心不是

很强），所以能直接把那些找过小姐的三轮车司

机和工地民工叫到活动室来（周末），进行访谈、

座谈；且直接带我们到工地上聊大家对于宣传材

料的意见与建议。但是，很明显，过度依赖项目

办的问题就是研究不够深入，基本停留在访谈以

及粗浅的观察上，而没有更好地运用田野调查的

综合方法来达到共述、共景与共情。

与“前艾滋病时代”的“自我摸索式”相比，

“艾滋病时代”给研究提供了行政支持的社会条

件，使得我们可以依靠疾病控制系统进入场所。

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特点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之间出现了“中介”，且中介的性质是官方行政系

统。这种性质的中介，为“进入红灯区”带来了明

显的优缺点。

其优点突出体现在它为红灯区研究带来便

利，减少了进入的成本。首先，在初步认识、坐进

发廊这个环节上，节省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与之

前“饱受煎熬”的“自我摸索式”相比，我们在初期

无不感到“欣喜”，甚至“受宠若惊”：田野调查“关

键人”的作用也终于在我们的红灯区研究中发挥

出来了。其次，当地项目办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本

身具有研究价值，确实可以作为一类“知情人”进

入到研究之中。此外，研究中介的官方色彩，也为

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至少不会被当地

政府宴送走；万一出现什么事情，还可以找政府。

也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条件，大多数红灯区研

究或多或少都依靠了行政资源，并将其作为最主

要，甚至是想当然的研究中介。研究中介官方背

景的局限性以及对研究带来的风险却经常被忽

略，或者被有意避之。

首先，依托疾病控制系统进入红灯区这种方

式，受限于当地项目办与红灯区的关系。如果关

系较好，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关系不好，就会事倍

功半，甚至完全失败。

在男客研究中，云南与四川的几个点，当地

的防治工作无论是在面上（工作点的范围）还是

与关键人的人际关系上，都是比较好的。因此，

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给

了我们足够的田野点选择。

反之，我们也遇到过本地工作情况不佳的情

况。其对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当地只是在有限的几个场所开展工作，工作面并

没有打开，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选择就更加有

限了，通常没法依照学术目的来选择田野点。第

二，项目办与老板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这种背景

之下，即便老板或者妈咪出于压力让我们坐进发

廊，小姐们对于“上面介绍来的人”也是爱答不理

的，或者随便说几句敷衍我们，甚至顾虑更多，反

而加大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我们身处红灯区，实际上并没有进入田

野；即便是获得了一些资料，其质量也是很可疑

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放弃了项目办介绍

的场所，还是延续传统的“自我摸索式”。这两个

局限性在边缘人群、敏感议题的研究中尤其明

显。因为，此类研究中，研究对象因为身处社会

边缘、道德边缘、法律边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

往更加紧张。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得不警惕研究

中介的政府性质，以及其长期形成的与研究对象

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其次，即便是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项目办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关系的前期，适合时间比

较紧迫的情况之下使用。男客的研究中，在初步

进入场所、认识关键人方面，我们确实获得了很

多便利。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在后面如何跟

关键人保持良好关系，并能在至少一段时间内促

使她们切实地帮我们引介访谈对象，如何与直接

的被访者打交道，研究者付出的努力并不比“自

我摸索式”要少，甚至更多。研究越趋向于深入，

对于研究资料的要求越高，这种方式所能带来的

便利就越有限。笔者甚至觉得早期进入所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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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精力，被推迟到了后面阶段。从整个研

究过程来说，研究者依然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与

被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个步骤以及相应的付

出是省略不掉的，否则，研究只可能停留在表象

与浅层，没法深入下去。

也因为这些局限，在需要依靠疾病控制系统

这类政府背景的研究中介进入田野的时候，为了

保证研究的质量，首先需要审视研究中介的官方

性质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权

力关系，再决定是否要在进入阶段依靠官方力

量；其次，即便是要依靠，也应该把此类研究中介

视为润滑剂，不应过度依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依然需要付出各种努力，建立研究者自己与被研

究者的信任关系，以便于研究深入开展。不管哪

种情况，此类研究中介的官方性质及作用，可能

带来的便利与风险都要得到反身性地分析。

（三）“后艾滋病时代”（2010年—2015年）：草
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

在“后艾滋病时代”，大规模的艾滋病防治项

目或结束或撤出中国（比如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全球基金），无论是项目资金、政策倡导、

社会宣传，还是实际的干预，其热度与力度都有

大幅度的降低。防治重点也较大程度地转向男

男性行为者。针对红灯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逐

步从项目式走向比较常规的疾病控制工作中。

2010年以来，与红灯区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

社会政治背景是扫黄力度空前加大，改变了红灯

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当地疾病控制工作的开展

（Huang & Pan，2014）。尽管，红灯区在建国以来

一直是非法的，但是实际的扫黄实践是不一样

的。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会碰到当地红灯区被

扫黄的情况，但是无论在力度、持续性还是实际影

响方面都不能与2010年开始的大扫黄相提并论。

这段时间突显的第三个重要社会背景是与

性工作相关的小组的兴起。服务于性工作者的

草根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艾滋病时代”有

交叉关系。“艾滋病时代”，在项目（尤其是国际艾

滋病防治项目的某些理念）的推动下，涌现了上

百个小姐骨干与同伴教育小组。但是，依托艾滋

病防治项目建立的这些小组，在“后艾滋病时代”

各类国际项目纷纷撤出之外，也基本消散了。这

些在笔者看来不是真正的草根组织。笔者在这

里所说的草根组织，是没有政府背景，以服务于

性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包括但不局限于性病艾滋

病的防治）为主要目标的，基于社群利益的非正

式组织。

这些草根小组有极个别在 2000年左右就已

经开始为小姐人群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其在社会

层面的日趋显化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根据笔

者的了解，这样的小组目前有三种类型：（前）性

工作人群自己创立的小组、性病妇科大夫建立的

以小姐为主要骨干的小组，以及社工参与的小

组。这样的草根小组在中国社会屈指可数，其存

在与发展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她们

经过若干年艰辛、扎实的工作，与当地红灯区建

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也因为草根组织的这些

性质，笔者在大扫黄期间得以顺利地进入处于不

同地域的多个红灯区。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笔者在疾病控制系统

的资助下，研究扫黄对于性产业以及艾滋病防治

的影响（2010年—2011年）。由于扫黄的研究是

为了考察运动式扫黄对于红灯区的影响，比较偏

向面上的了解以及性产业相关人员如何应对扫

黄，因此在选点的时候，我们兼顾红灯区的地域、

类型的多样性选择了东北、中部、西南、东南地区

不同规模的8个城市／镇。在全国性严厉扫黄的

背景下，此类议题尤其敏感，红灯区相关人员对

于“政府”部门更加警惕，如何进入也变得尤为关

键，更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在选点的时候，首

先考虑当地是否有认识的圈里人，即服务于性工

作者的草根组织，或者我们原来认识且关系不错

的小姐及妈咪，而尽量不去依靠作为政府机构的

疾病控制系统。

很幸运，我们以往十余年的研究和工作积累

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除了两个地方，因为没

有草根组织，依然是依靠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以下简称“疾控部门”）及其同伴教育骨干的帮

助，扫黄研究主要得到了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与

表1：扫黄研究进入的场所与访谈到的相关人员的分布 a

注：（a）表格是作者田野资料汇总表，见潘绥铭、黄盈盈：《扫黄与艾滋病风险》，未刊稿，2011。
（b）场所一栏未标数字的是没有去到场所里面观察，而只是被访者是来自这些场所。有标记数字的，

表示笔者有去到场所里面观察和聊天。

（c）如果一行中都没有出现数字，表示只有对场所的观察，没有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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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精力，被推迟到了后面阶段。从整个研

究过程来说，研究者依然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与

被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个步骤以及相应的付

出是省略不掉的，否则，研究只可能停留在表象

与浅层，没法深入下去。

也因为这些局限，在需要依靠疾病控制系统

这类政府背景的研究中介进入田野的时候，为了

保证研究的质量，首先需要审视研究中介的官方

性质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权

力关系，再决定是否要在进入阶段依靠官方力

量；其次，即便是要依靠，也应该把此类研究中介

视为润滑剂，不应过度依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依然需要付出各种努力，建立研究者自己与被研

究者的信任关系，以便于研究深入开展。不管哪

种情况，此类研究中介的官方性质及作用，可能

带来的便利与风险都要得到反身性地分析。

（三）“后艾滋病时代”（2010年—2015年）：草
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

在“后艾滋病时代”，大规模的艾滋病防治项

目或结束或撤出中国（比如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全球基金），无论是项目资金、政策倡导、

社会宣传，还是实际的干预，其热度与力度都有

大幅度的降低。防治重点也较大程度地转向男

男性行为者。针对红灯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逐

步从项目式走向比较常规的疾病控制工作中。

2010年以来，与红灯区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

社会政治背景是扫黄力度空前加大，改变了红灯

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当地疾病控制工作的开展

（Huang & Pan，2014）。尽管，红灯区在建国以来

一直是非法的，但是实际的扫黄实践是不一样

的。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会碰到当地红灯区被

扫黄的情况，但是无论在力度、持续性还是实际影

响方面都不能与2010年开始的大扫黄相提并论。

这段时间突显的第三个重要社会背景是与

性工作相关的小组的兴起。服务于性工作者的

草根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艾滋病时代”有

交叉关系。“艾滋病时代”，在项目（尤其是国际艾

滋病防治项目的某些理念）的推动下，涌现了上

百个小姐骨干与同伴教育小组。但是，依托艾滋

病防治项目建立的这些小组，在“后艾滋病时代”

各类国际项目纷纷撤出之外，也基本消散了。这

些在笔者看来不是真正的草根组织。笔者在这

里所说的草根组织，是没有政府背景，以服务于

性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包括但不局限于性病艾滋

病的防治）为主要目标的，基于社群利益的非正

式组织。

这些草根小组有极个别在 2000年左右就已

经开始为小姐人群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其在社会

层面的日趋显化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根据笔

者的了解，这样的小组目前有三种类型：（前）性

工作人群自己创立的小组、性病妇科大夫建立的

以小姐为主要骨干的小组，以及社工参与的小

组。这样的草根小组在中国社会屈指可数，其存

在与发展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她们

经过若干年艰辛、扎实的工作，与当地红灯区建

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也因为草根组织的这些

性质，笔者在大扫黄期间得以顺利地进入处于不

同地域的多个红灯区。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笔者在疾病控制系统

的资助下，研究扫黄对于性产业以及艾滋病防治

的影响（2010年—2011年）。由于扫黄的研究是

为了考察运动式扫黄对于红灯区的影响，比较偏

向面上的了解以及性产业相关人员如何应对扫

黄，因此在选点的时候，我们兼顾红灯区的地域、

类型的多样性选择了东北、中部、西南、东南地区

不同规模的8个城市／镇。在全国性严厉扫黄的

背景下，此类议题尤其敏感，红灯区相关人员对

于“政府”部门更加警惕，如何进入也变得尤为关

键，更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在选点的时候，首

先考虑当地是否有认识的圈里人，即服务于性工

作者的草根组织，或者我们原来认识且关系不错

的小姐及妈咪，而尽量不去依靠作为政府机构的

疾病控制系统。

很幸运，我们以往十余年的研究和工作积累

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除了两个地方，因为没

有草根组织，依然是依靠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以下简称“疾控部门”）及其同伴教育骨干的帮

助，扫黄研究主要得到了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与

表1：扫黄研究进入的场所与访谈到的相关人员的分布 a

注：（a）表格是作者田野资料汇总表，见潘绥铭、黄盈盈：《扫黄与艾滋病风险》，未刊稿，2011。
（b）场所一栏未标数字的是没有去到场所里面观察，而只是被访者是来自这些场所。有标记数字的，

表示笔者有去到场所里面观察和聊天。

（c）如果一行中都没有出现数字，表示只有对场所的观察，没有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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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系非常好的草根组织及个别能力很强的

小姐、妈咪们的大力帮助。也因此，在扫黄的恶

劣背景之下，在大部分店面关闭或者转移的情况

下，能够找到各类场所，取得小姐和妈咪的信任，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多样性的场所且取得较

为丰富的相关信息（见表1）。
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其突出特点是：研究

中介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甚至有很强的

交叉关系（既是草根组织成员，又是社区成员）。

相比于疾病控制系统，草根组织对于当地红灯区

的情况更加了解，其立场与草根性质也使得它们

与当地红灯区的关系更加牢靠，信任感更强。

以表 1涉及的东北F市为例。当地的小组有

十多年扎根于本地红灯区的经验，不仅为小姐们

提供女性健康方面的服务，还帮助她们了解相关

政策、防止暴力及诈骗的知识，并经常邀请她们

举办一些聚会和聊天活动。在长期的工作中，经

过各类磕磕碰碰之后，这个小组以实际行动取得

了当地小姐和妈咪们的信任，建立了非常牢靠的

关系。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以及举办的研讨会中

与小组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相识、相知。F市的

这个小组带着我们去当地的各类红灯区进行面

上的观察，跟我们介绍她们最近了解到的扫黄及

应对信息，带我们敲开貌似关闭了的大门，直接

到若干场所进行观察、聊天，也把一些场所的妈

咪、小姐以及认识的当地警察请到中心的活动室

或者餐馆跟我们聚会、聊天。

草根组织作为中介，其优点是明显的。尤其

是在大扫黄的背景之下，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可行性问题。在这种背景之

下，加上多点的需要，“自我摸索式”几乎不可能，

或者说在时间与精力方面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从社会背景条件来看，在“后艾滋病时代”，我们

有可能取得地方疾控部门的帮助，但是从研究质

量上来说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其官方性质，与

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扫黄背景下越发敏

感。不仅如此，“严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当地

行政部门与红灯区之间的关系。

正面来讲，草根组织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帮助

我们较为迅速地进入红灯区，而且她们所提供的

信息与帮助直接会改变研究的结果。比如，如果

仅仅依靠之前的“自我摸索式”，在有限的时间

内，我们的“观察”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很

多发廊已经关门了。因为，从明面上看，这些发

廊确实是关门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几

个地区的小发廊把门帘拉下来，但是留着缝，这

样客人知道还在营业。当客人进来之后，再把门

关上，防止有人来查现场。有些地方的卡拉OK
厅确实把门关严实了，但是，当小组的工作人员

带着我们敲开门后，里面是一派生意红火的景

象，客人主要从后门进出。还有些场所的小姐与

妈咪转移了工作方式，依靠手机、互联网等方式

来联系客人，变得更加隐蔽。也是因为这些红灯

区熟人的介绍，我们可以在平常“观察不到”的地

方坐下来与相关人员聊天。（Huang & Muessig，
2015）

此外，草根组织本身就是重要的知情人。常

年扎根于本地的工作经验和日常的接触积累的

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能为研究带

来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与见解。

当然，发挥草根组织的中介作用也是有前提

的。首先，社会环境要允许有这些小组的存在。

在“后艾滋病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NGO的出

现，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这些组织有一定

的生存空间，但是因为性工作的非法性，其发展

空间显然是有限的。其次，研究者与草根组织之

间要有比较信任的关系。区别于行政系统，草根

组织的立场是站在社群一边的，对于研究伦理和

“被研究”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此，如果不是很信

任的关系，草根组织就不会成为研究者的中介。

也因此，它们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力量，也可能

阻碍研究者进入当地红灯区，具体取决于研究者

与中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者本身对于社群的

立场。当然，草根组织的这种守门人身份，可以

起到保护社群的作用，以及促使、监督研究者进

行反身性思考，审视自己的立场与伦理。

在有条件享受草根组织的帮助与监督的同

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其学术风险

也需要引起警惕。最大的风险是有关调查研究

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问题。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确

实曾经警觉有过度依赖草根组织的苗头。这种

依赖不仅仅体现在进入红灯区方面，还体现在草

根组织提供的各类信息，容易过多倚重对草根组

织的访谈与聊天，而削弱对于红灯区的直接观

察、聊天、旁听等方面。笔者也确实知道有些研

究项目直接以访谈草根组织工作人员来替代与

小姐、妈咪的直接接触。⑧因此需要时刻提醒自

己不能偷懒；也时刻提醒自己，研究者与草根组

织的关系、草根组织与红灯区的关系、草根组织

工作人员的在场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需要被纳

入到分析与反思的框架之中。

换言之，在享受各种便利的同时，研究者要

警惕被其便利性所诱惑或绑架。因为，在很多情

况下，不仅研究者有惰性，草根小组自己也可能

会认为能够代表所在的社群，因此很可能会有这

样的心理：“你们没有必要自己去看了，我告诉你

们就可以了”。一定程度上，经常在无意间，在善

意的驱动下，草根组织的自主性会压倒研究者的

学术自主性与独立性。

拓展开来看，在“后艾滋病时代”，尤其是在

对敏感人群、边缘社会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

势（至少是苗头）：第一，越来越多的研究会选择

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这样可以更好、更便利

地接触到隐蔽人群；第二，越来越多的组织以及

研究者认为，只有来自社群的草根组织或者研究

人员才可以研究本社群；或者，认为社群自己进

行的研究一定比圈外的研究者要好，一定更具有

“主体性”。当“主体性”被简单化、本质化地与某

种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外来的研究者就

会因为不具有这种身份而遭到排斥。

在这种趋势之下，笔者觉得需要警惕对于研

究者及研究中介身份的本质化理解，即“身份政

治”的问题⑨：只有小姐才能研究小姐，只有同性

恋才能研究同性恋，只有来自社群的草根组织才

能（而且可以）代表社群。

这种本质化的认识是很危险的⑩，如果缺乏

批判性分析与复杂性思考，而任其发展，长远来

看，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利于社群的发展。

且不说会失去可联盟的朋友，被身份所绑架的研

究生产出来的知识很容易是片面的。笔者一直

主张，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很重要，对于研究对

象的伦理关怀与移情理解非常重要，但是有态度

不等于有能力，立场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

件。共享身份，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条件与研

究优势，但是好的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学术能力、

田野付出是必不可少的。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方

法学训练与理论基础。更何况，我们所研究的社

群本身的多样性也警示任何从身份出发试图“代

表”某社群的认识都过于简化。

研究者，不管何种身份，在赢得草根组织作

为研究中介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最好把这种

便利停留在进入的早期阶段，在建立联系之后，

还是需要自我摸索式地与被研究者建立直接的

关系，需要独立地进入场所进行综合性的资料收

集工作。这个工作是任何中介都无法替代的。

无疑，草根组织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

是也应该对其加以分析与取舍。

无视学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至少会出现这

样的后果：或者受资助方所绑架（不管是商业的、

政府的，还是其他机构的），或者被研究对象所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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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系非常好的草根组织及个别能力很强的

小姐、妈咪们的大力帮助。也因此，在扫黄的恶

劣背景之下，在大部分店面关闭或者转移的情况

下，能够找到各类场所，取得小姐和妈咪的信任，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多样性的场所且取得较

为丰富的相关信息（见表1）。
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其突出特点是：研究

中介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甚至有很强的

交叉关系（既是草根组织成员，又是社区成员）。

相比于疾病控制系统，草根组织对于当地红灯区

的情况更加了解，其立场与草根性质也使得它们

与当地红灯区的关系更加牢靠，信任感更强。

以表 1涉及的东北F市为例。当地的小组有

十多年扎根于本地红灯区的经验，不仅为小姐们

提供女性健康方面的服务，还帮助她们了解相关

政策、防止暴力及诈骗的知识，并经常邀请她们

举办一些聚会和聊天活动。在长期的工作中，经

过各类磕磕碰碰之后，这个小组以实际行动取得

了当地小姐和妈咪们的信任，建立了非常牢靠的

关系。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以及举办的研讨会中

与小组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相识、相知。F市的

这个小组带着我们去当地的各类红灯区进行面

上的观察，跟我们介绍她们最近了解到的扫黄及

应对信息，带我们敲开貌似关闭了的大门，直接

到若干场所进行观察、聊天，也把一些场所的妈

咪、小姐以及认识的当地警察请到中心的活动室

或者餐馆跟我们聚会、聊天。

草根组织作为中介，其优点是明显的。尤其

是在大扫黄的背景之下，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可行性问题。在这种背景之

下，加上多点的需要，“自我摸索式”几乎不可能，

或者说在时间与精力方面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从社会背景条件来看，在“后艾滋病时代”，我们

有可能取得地方疾控部门的帮助，但是从研究质

量上来说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其官方性质，与

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扫黄背景下越发敏

感。不仅如此，“严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当地

行政部门与红灯区之间的关系。

正面来讲，草根组织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帮助

我们较为迅速地进入红灯区，而且她们所提供的

信息与帮助直接会改变研究的结果。比如，如果

仅仅依靠之前的“自我摸索式”，在有限的时间

内，我们的“观察”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很

多发廊已经关门了。因为，从明面上看，这些发

廊确实是关门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几

个地区的小发廊把门帘拉下来，但是留着缝，这

样客人知道还在营业。当客人进来之后，再把门

关上，防止有人来查现场。有些地方的卡拉OK
厅确实把门关严实了，但是，当小组的工作人员

带着我们敲开门后，里面是一派生意红火的景

象，客人主要从后门进出。还有些场所的小姐与

妈咪转移了工作方式，依靠手机、互联网等方式

来联系客人，变得更加隐蔽。也是因为这些红灯

区熟人的介绍，我们可以在平常“观察不到”的地

方坐下来与相关人员聊天。（Huang & Muessig，
2015）

此外，草根组织本身就是重要的知情人。常

年扎根于本地的工作经验和日常的接触积累的

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能为研究带

来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与见解。

当然，发挥草根组织的中介作用也是有前提

的。首先，社会环境要允许有这些小组的存在。

在“后艾滋病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NGO的出

现，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这些组织有一定

的生存空间，但是因为性工作的非法性，其发展

空间显然是有限的。其次，研究者与草根组织之

间要有比较信任的关系。区别于行政系统，草根

组织的立场是站在社群一边的，对于研究伦理和

“被研究”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此，如果不是很信

任的关系，草根组织就不会成为研究者的中介。

也因此，它们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力量，也可能

阻碍研究者进入当地红灯区，具体取决于研究者

与中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者本身对于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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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保护社群的作用，以及促使、监督研究者进

行反身性思考，审视自己的立场与伦理。

在有条件享受草根组织的帮助与监督的同

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其学术风险

也需要引起警惕。最大的风险是有关调查研究

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问题。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确

实曾经警觉有过度依赖草根组织的苗头。这种

依赖不仅仅体现在进入红灯区方面，还体现在草

根组织提供的各类信息，容易过多倚重对草根组

织的访谈与聊天，而削弱对于红灯区的直接观

察、聊天、旁听等方面。笔者也确实知道有些研

究项目直接以访谈草根组织工作人员来替代与

小姐、妈咪的直接接触。⑧因此需要时刻提醒自

己不能偷懒；也时刻提醒自己，研究者与草根组

织的关系、草根组织与红灯区的关系、草根组织

工作人员的在场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需要被纳

入到分析与反思的框架之中。

换言之，在享受各种便利的同时，研究者要

警惕被其便利性所诱惑或绑架。因为，在很多情

况下，不仅研究者有惰性，草根小组自己也可能

会认为能够代表所在的社群，因此很可能会有这

样的心理：“你们没有必要自己去看了，我告诉你

们就可以了”。一定程度上，经常在无意间，在善

意的驱动下，草根组织的自主性会压倒研究者的

学术自主性与独立性。

拓展开来看，在“后艾滋病时代”，尤其是在

对敏感人群、边缘社会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

势（至少是苗头）：第一，越来越多的研究会选择

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这样可以更好、更便利

地接触到隐蔽人群；第二，越来越多的组织以及

研究者认为，只有来自社群的草根组织或者研究

人员才可以研究本社群；或者，认为社群自己进

行的研究一定比圈外的研究者要好，一定更具有

“主体性”。当“主体性”被简单化、本质化地与某

种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外来的研究者就

会因为不具有这种身份而遭到排斥。

在这种趋势之下，笔者觉得需要警惕对于研

究者及研究中介身份的本质化理解，即“身份政

治”的问题⑨：只有小姐才能研究小姐，只有同性

恋才能研究同性恋，只有来自社群的草根组织才

能（而且可以）代表社群。

这种本质化的认识是很危险的⑩，如果缺乏

批判性分析与复杂性思考，而任其发展，长远来

看，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利于社群的发展。

且不说会失去可联盟的朋友，被身份所绑架的研

究生产出来的知识很容易是片面的。笔者一直

主张，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很重要，对于研究对

象的伦理关怀与移情理解非常重要，但是有态度

不等于有能力，立场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

件。共享身份，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条件与研

究优势，但是好的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学术能力、

田野付出是必不可少的。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方

法学训练与理论基础。更何况，我们所研究的社

群本身的多样性也警示任何从身份出发试图“代

表”某社群的认识都过于简化。

研究者，不管何种身份，在赢得草根组织作

为研究中介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最好把这种

便利停留在进入的早期阶段，在建立联系之后，

还是需要自我摸索式地与被研究者建立直接的

关系，需要独立地进入场所进行综合性的资料收

集工作。这个工作是任何中介都无法替代的。

无疑，草根组织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

是也应该对其加以分析与取舍。

无视学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至少会出现这

样的后果：或者受资助方所绑架（不管是商业的、

政府的，还是其他机构的），或者被研究对象所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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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对第一种情况的批判性认识，在学界相对较

充分（虽然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而第二种情

况则因为另一种“政治不正确”，即便是在认识层

面也尚未得到充分讨论。随着与草根组织及社

群的长期关系的建立，随着研究者的卷入程度的

加深，观点立场先行以至于到无视经验现实的程

度，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从而，容易从自以为

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讲立场（价值中立）的荒谬，走

向另一个极端——以立场为导向，把研究变成了

喊口号，尤其是针对急需权利诉求的边缘人群的

研究。虽然，笔者选择从边缘人群的立场出发进

行学术研究，而且坚持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文

关怀的重要性，但是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学术研

究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否则，不管研究者初

衷如何，学术研究将完全的政治化，社会科学研

究的价值也将荡然无存。

三、结语：从田野边界与学术独立性

看进入方式的“变”与“不变”

在笔者的红灯区研究中，迄今为止，在“进入

方式”这一关键性的田野调查步骤上尝试了三种

主要方式：自我摸索式、依靠疾病控制系统、依靠

草根组织。三种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比较明

显的时间性与时代特点，方式的选择与当时的社

会背景紧密相关：艾滋病防治、扫黄运动以及草

根组织的发展。一方面，社会背景的变化，影响

了笔者所选择的进入方式；另一方面，从红灯区

研究的进入方式上，也可以透射出1999年以来相

关社会背景的变迁。

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之下，三种进入方式的差

异性与共性何在？在更为深层的方法学层面，哪

些因素在变化，哪些因素并没有改变？或者说，

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存在某些基本要素，并不会，

也不应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如果有，它又是什

么？在变迁的社会中，我们如何更好地选择

方法？

在笔者的经验中，“自我摸索式”是在没有中

介可借用的社会背景下最主要的田野进入方

式。而后，艾滋病项目的盛行为我们可以借助行

政力量进入田野提供了社会条件，而草根组织的

发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性质的研究中介。

比较而言，后两种进入方式都依靠了研究中

介。其共性在于：为研究者进入到一个陌生田野

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不管哪类研究中介，

都要警惕其对于研究的捆绑或限制，分析其对于

研究者的独立性与研究深度的影响。

但是，因为研究中介的性质与特点不一样，

使得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一样，起到的具体

中介作用会有所不同。政府部门作为研究中介，

其与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比较彰显“政府的力

量”。这除了可能阻碍学术独立性，还很有可能

对被研究者造成压力，加大研究者与红灯区之间

的实际距离，从而严重影响研究的深入开展。相

比而言，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这种权势方面

的顾虑比较弱化，其积极作用更加突显。只是需

要警惕草根组织因为其与社群之间的良好关系，

而容易“代表”该社群，可以成为“敲门砖”，也可

以成为“屏蔽墙”，其重要性往往容易被过度彰

显。研究者尤其容易过度依赖此类组织，从而影

响研究的独立性，进而影响研究质量。

现时的中国社会给越来越多研究中介的出

现提供了条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可以倚

赖各类研究中介进入田野（除了行政系统、草根

组织，还有网络平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对

于研究中介的反身性分析尤其重要，包括对于时

代背景与研究中介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介的性质

及对研究带来的可能影响的反身性思考。

在笔者看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研究中介

如何变化，田野进入的基本模式——自我摸索式

——是其根本。即便是借用了研究中介，也最好

将对它的依赖局限在进入的早期阶段。

对研究中介的这种认识与判定，必然涉及对

于“进入田野”与研究质量的延伸讨论，即对于一

个好的调查研究而言，何为进入田野？进入什

么？如何理解我们要跨入的田野边界？在此基

础上，才能更好地讨论这三种方式的优劣利弊，

以及更为建设性地探讨在变迁的社会中我们如

何更好地选择田野进入方式。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田野边界”类

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异／跨文化研究的议题。比

如杨春宇（2014）从从阶层、年龄、学科和意识形

态等四个方面分析过海外田野工作中的各类跨

越边界的问题；张娜和潘绥铭（2015）分析过互联

网研究的田野边界；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探讨在

异域研究中文化跨界的问题（比如龚浩群，2013；
张金岭，2011；黎相宜，2012）。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进入田野”至少需要思

考三个层次的边界及跨界问题：身体／物理边界

（身体进入到某个物理空间）、心理边界（信任感

以及心理距离），以及文化边界（更为综合地对某

种文化，尤其是另类文化的感知、了解与理解）。

“田野边界”，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门槛，而是一

片模糊的地带。这三个层次的边界，在实践中，

也显然没有这么明显与清晰。笔者权且将其作

为策略性的框架来帮助理解调查研究有一个递

进与深入的过程。

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身体／物理空间层次的

进入，那么不管是行政体系，还是草根组织都能

够做到，而且都比自我摸索式来得容易。如果涉

及到心理层面的进入，那么，草根组织相比于行

政体系而言，更加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做得到。如果是更为综合的文化理解层面

的进入的话，不管是哪一类研究中介，都不可能

替代研究者的切身实践。研究者可以借用研究

中介（尤其是草根组织）的力量，但是这种借用一

定是有限度的，整个过程依然要靠研究者自己摸

索，努力与研究对象直接建立良好的关系。唯有

此，才可能独立地开展资料收集工作，才能与被

研究者达到共述、共景与共情，才能从整体性原

则出发保证研究的深度与质量。

换言之，只有研究者能够自身跨越物理、心

理与文化三个层次的田野边界，一个深入的研

究，才成为可能，也唯有此，研究者才能最大限度

地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以及最终的研究质量。在

此过程中，选择最佳的研究中介加以借助。但不

管研究中介的性质如何，仅能提供润滑剂的作

用，绝不能越俎代庖，过度依赖。这种认识，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红灯区研究，或边缘人群研究、异

文化研究，而是涉及所有的社会调查研究。

作为结语，无论社会背景的变迁为调查研究

带来了多少挑战或机遇，带来了多少可以借助的

研究中介，研究者都要警觉时代与方法之间的关

系，保持对于社会背景、研究中介、研究方法之间

关系的敏感性及反身性思考；抵制诱惑（及压

力），坚守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坚持对研究深

度与质量的追求。这两点，是变中之不变的原

则，也是保证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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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对第一种情况的批判性认识，在学界相对较

充分（虽然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而第二种情

况则因为另一种“政治不正确”，即便是在认识层

面也尚未得到充分讨论。随着与草根组织及社

群的长期关系的建立，随着研究者的卷入程度的

加深，观点立场先行以至于到无视经验现实的程

度，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从而，容易从自以为

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讲立场（价值中立）的荒谬，走

向另一个极端——以立场为导向，把研究变成了

喊口号，尤其是针对急需权利诉求的边缘人群的

研究。虽然，笔者选择从边缘人群的立场出发进

行学术研究，而且坚持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文

关怀的重要性，但是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学术研

究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否则，不管研究者初

衷如何，学术研究将完全的政治化，社会科学研

究的价值也将荡然无存。

三、结语：从田野边界与学术独立性

看进入方式的“变”与“不变”

在笔者的红灯区研究中，迄今为止，在“进入

方式”这一关键性的田野调查步骤上尝试了三种

主要方式：自我摸索式、依靠疾病控制系统、依靠

草根组织。三种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比较明

显的时间性与时代特点，方式的选择与当时的社

会背景紧密相关：艾滋病防治、扫黄运动以及草

根组织的发展。一方面，社会背景的变化，影响

了笔者所选择的进入方式；另一方面，从红灯区

研究的进入方式上，也可以透射出1999年以来相

关社会背景的变迁。

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之下，三种进入方式的差

异性与共性何在？在更为深层的方法学层面，哪

些因素在变化，哪些因素并没有改变？或者说，

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存在某些基本要素，并不会，

也不应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如果有，它又是什

么？在变迁的社会中，我们如何更好地选择

方法？

在笔者的经验中，“自我摸索式”是在没有中

介可借用的社会背景下最主要的田野进入方

式。而后，艾滋病项目的盛行为我们可以借助行

政力量进入田野提供了社会条件，而草根组织的

发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性质的研究中介。

比较而言，后两种进入方式都依靠了研究中

介。其共性在于：为研究者进入到一个陌生田野

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不管哪类研究中介，

都要警惕其对于研究的捆绑或限制，分析其对于

研究者的独立性与研究深度的影响。

但是，因为研究中介的性质与特点不一样，

使得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一样，起到的具体

中介作用会有所不同。政府部门作为研究中介，

其与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比较彰显“政府的力

量”。这除了可能阻碍学术独立性，还很有可能

对被研究者造成压力，加大研究者与红灯区之间

的实际距离，从而严重影响研究的深入开展。相

比而言，草根组织作为研究中介，这种权势方面

的顾虑比较弱化，其积极作用更加突显。只是需

要警惕草根组织因为其与社群之间的良好关系，

而容易“代表”该社群，可以成为“敲门砖”，也可

以成为“屏蔽墙”，其重要性往往容易被过度彰

显。研究者尤其容易过度依赖此类组织，从而影

响研究的独立性，进而影响研究质量。

现时的中国社会给越来越多研究中介的出

现提供了条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可以倚

赖各类研究中介进入田野（除了行政系统、草根

组织，还有网络平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对

于研究中介的反身性分析尤其重要，包括对于时

代背景与研究中介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介的性质

及对研究带来的可能影响的反身性思考。

在笔者看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研究中介

如何变化，田野进入的基本模式——自我摸索式

——是其根本。即便是借用了研究中介，也最好

将对它的依赖局限在进入的早期阶段。

对研究中介的这种认识与判定，必然涉及对

于“进入田野”与研究质量的延伸讨论，即对于一

个好的调查研究而言，何为进入田野？进入什

么？如何理解我们要跨入的田野边界？在此基

础上，才能更好地讨论这三种方式的优劣利弊，

以及更为建设性地探讨在变迁的社会中我们如

何更好地选择田野进入方式。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田野边界”类

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异／跨文化研究的议题。比

如杨春宇（2014）从从阶层、年龄、学科和意识形

态等四个方面分析过海外田野工作中的各类跨

越边界的问题；张娜和潘绥铭（2015）分析过互联

网研究的田野边界；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探讨在

异域研究中文化跨界的问题（比如龚浩群，2013；
张金岭，2011；黎相宜，2012）。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进入田野”至少需要思

考三个层次的边界及跨界问题：身体／物理边界

（身体进入到某个物理空间）、心理边界（信任感

以及心理距离），以及文化边界（更为综合地对某

种文化，尤其是另类文化的感知、了解与理解）。

“田野边界”，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门槛，而是一

片模糊的地带。这三个层次的边界，在实践中，

也显然没有这么明显与清晰。笔者权且将其作

为策略性的框架来帮助理解调查研究有一个递

进与深入的过程。

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身体／物理空间层次的

进入，那么不管是行政体系，还是草根组织都能

够做到，而且都比自我摸索式来得容易。如果涉

及到心理层面的进入，那么，草根组织相比于行

政体系而言，更加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做得到。如果是更为综合的文化理解层面

的进入的话，不管是哪一类研究中介，都不可能

替代研究者的切身实践。研究者可以借用研究

中介（尤其是草根组织）的力量，但是这种借用一

定是有限度的，整个过程依然要靠研究者自己摸

索，努力与研究对象直接建立良好的关系。唯有

此，才可能独立地开展资料收集工作，才能与被

研究者达到共述、共景与共情，才能从整体性原

则出发保证研究的深度与质量。

换言之，只有研究者能够自身跨越物理、心

理与文化三个层次的田野边界，一个深入的研

究，才成为可能，也唯有此，研究者才能最大限度

地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以及最终的研究质量。在

此过程中，选择最佳的研究中介加以借助。但不

管研究中介的性质如何，仅能提供润滑剂的作

用，绝不能越俎代庖，过度依赖。这种认识，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红灯区研究，或边缘人群研究、异

文化研究，而是涉及所有的社会调查研究。

作为结语，无论社会背景的变迁为调查研究

带来了多少挑战或机遇，带来了多少可以借助的

研究中介，研究者都要警觉时代与方法之间的关

系，保持对于社会背景、研究中介、研究方法之间

关系的敏感性及反身性思考；抵制诱惑（及压

力），坚守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坚持对研究深

度与质量的追求。这两点，是变中之不变的原

则，也是保证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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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用“小姐”称呼女性性工作者；“小姐骨干”是指

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起到核心作用的女性性工作

者；用“男客”指称男性嫖客；“妈咪”指称性产业里负责

拉客和介绍生意的女性管理者；“红灯区”主要是指发

廊、按摩店等性产业场所比较集中的的非正式社区，通

常具有一定的规模与地理范围，区域内以性产业为

主。本文在介绍进入红灯区的方式时，泛指进入这类

性产业集中的田野点，其中也会包括进入到某个场所

的情况。

②对于笔者所采用的入住式红灯区考察方法的具体介

绍，见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关于多点考察以及

相关的多点民族志的优缺点及现实条件的讨论，可参

考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编写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

政治学》的相关章节。

③严老师语，意在提醒我们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不

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更不要“可怜”小姐们，要以平常心

平等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

④确实当时有的研究者假扮成嫖客来接近小姐，接触

之后，再表明身份，进行访谈。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无论

是在伦理上还是在方法学上都不可取。除了伦理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小姐往往会以“潜在嫖客”的身份对

待研究者，对于研究者的这种想象直接会影响到访谈

的内容，而且这种影响中“故意欺骗”或者编好一套说

辞的成分居多。

⑤涉及研究过程中伦理方面的讨论可见黄盈盈、潘绥

铭（2009）。

⑥《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

发［2004］7号），2004年3月16日。

⑦对于本次研究进入方式的详细分析参考Huang，Ma⁃
man & Pan（2012）。

⑧这类现象不仅在红灯区研究中出现，在其他领域，尤

其是难度比较大的研究领域，也有存在。还有一种相

似的现象是，以对相关领域专家的访谈所获得的知识、

信息作为对某个现象的直接了解。在笔者熟悉的性研

究领域，笔者碰到不少国外学者直接访谈性研究者作

为了解“中国性现象”的便捷之道。

⑨对于这个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的理解，包括其来源、

国际理念的引进，以及与中国社会的碰撞等，需要更为

详细的分析，因篇幅关系，本文暂且不展开。

⑩便是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把这种本质化当做一种运

动的策略（strategic essentialism，斯皮瓦克语［Ashcroft
Griffiths & Tiffen，1998］），但事实上，“策略性本质主

义”的“策略性”很容易被忘掉，而走向“本质主义”。

《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一书

的诸多作者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度讨论过研究

的独立性问题，详见休谟和穆拉克（2010）。

笔者的红灯区研究经验主要涉及实地调查研究，因

此对于各类网络调查，没有展开专门的论述。如果网

络是被作为进入某个实地社群的研究中介，那么，本文

所探讨的问题一样适合，只是网络的性质、特点与优点

又有别于草根组织与政府机构，研究者要反思的具体

内容会有所差异。此外，研究者必须思考，不管是借用

了哪种中介，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依靠中介没法进入），

是为了便利而取之，还是为了更好的研究质量而选择

它？笔者感觉很多研究者实际上是为了便利而依赖研

究中介，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依赖中介进入，但

是却经常反过来论证这样的方式是更好的选择，缺乏

反身性思考和其他尝试，比如目前盛行的大多数网络

调查。这种趋势需要引起警惕。因篇幅原因，笔者仅

抛出疑虑与问题，不在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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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作者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度讨论过研究

的独立性问题，详见休谟和穆拉克（2010）。

笔者的红灯区研究经验主要涉及实地调查研究，因

此对于各类网络调查，没有展开专门的论述。如果网

络是被作为进入某个实地社群的研究中介，那么，本文

所探讨的问题一样适合，只是网络的性质、特点与优点

又有别于草根组织与政府机构，研究者要反思的具体

内容会有所差异。此外，研究者必须思考，不管是借用

了哪种中介，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依靠中介没法进入），

是为了便利而取之，还是为了更好的研究质量而选择

它？笔者感觉很多研究者实际上是为了便利而依赖研

究中介，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依赖中介进入，但

是却经常反过来论证这样的方式是更好的选择，缺乏

反身性思考和其他尝试，比如目前盛行的大多数网络

调查。这种趋势需要引起警惕。因篇幅原因，笔者仅

抛出疑虑与问题，不在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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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ettled Down：Land Transactions and Home Reconstruction of Miao Ethnic Groups in Yang-

jiang as Hired Farmers 191

Wen Shixian

Abstract：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the village is a stable community. In order for the villagers to have

exclusive entitlement to the village resources，immigration from outside is strictly limited. In the last two de-

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the heavy duty of public grain quota tied to the lands became a true burden to the

farmers. Those villages which did not have enough hands to work the lands had to hire outside labor.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the Miao ethnic group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Yunnan moved to the villages in Yang-

jiang to become hired farmers. As they acquired the right to land farming，they managed to settle down in the

newly adopted villages through purchasing lands and old hou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joint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policies，the right of settlement in a newly adopted village has become a market-

able commodity，providing immigrants from other place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ettle down in their new

home. The Miao ethnic groups did not act passively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rather they reconstructed

their own social network and survival space in the course of settlement.

Keywords：the Miao ethnic group，hired farmer，land transactions，settlement right

REFLECTIONS

Social Background and Field Research：Changed and Unchanged Approaches to Red Light Districts

in Transitional China（1999-2015） 206

Huang Yingying

Abstract：With 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lack of trust in current Chinese transitional society，there is increasing

cautiousness and sensitivity to“being studied”among potential research subjects. How could we as researchers

figure out better approaches under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ext？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po-

lit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oncrete research process in social science？ Based on multisited fieldwork on red-

light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1999-2015，this paper uses different models of“entering the field”as the point of de-

parture to discuss and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political context，funding background，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process，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research among marginalized groups. It describes and

compares three entry models：self- exploratory model in pre- AIDS era（1999- 2002），China Disease Control

health system as the key reference model in AIDS era（2002-2010），and grassroots groups as the key reference in

post-AIDs era（2010-2015）.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hree model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re-

search quality and research independence.

Keywords：red-light district，boundary of the field，research process，methodology，research independence

ECONOMY AND SOCIETY

Elite Grouping and Political Screening：Party Member Recruit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on-

temporary China 158

Li Ding & Tang Chengzuo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criteria of political loyalty and academic merits evolve in the screening

proc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ember recruit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en the supply of such

students is abundant. We argue that political screening is still a persistent feature of the Party，and can be divid-

ed into two parts：self jud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elec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BCSPS，we found that

subjective loyalty screening mainly relies on students’self-judgement，whereas academic merits and extra-cur-

ricular performance are more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who will be chosen. We also found that family SES has

no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selec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on application. Party member recruitment is much like

intellectual elite grouping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In fact，students of humble origin have greater affini-

ty for the Party.

Keywords：college student，Party membership attainment，political screening

How Chinese Agriculture Embarks on the Petro-chemical Path：Systemic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176

Zhang Huipeng

Abstract：In 1980s，the hazard of petro-chemical agriculture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tarted to unfold，and a

transition to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ecame a trend. In China，scientific researches i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lso

surged，and the government issued a series of stimulating policies accordingly. However，thirty years have

passed，and our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still facing a big systemic wall：the dispersed mode of small farming

breaks down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ity of agriculture，and the laissez-faire market economy cannot possi-

bly accentuate the publicity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On the contrary，the new mechanism of farming manage-

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 collectiv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utomatically leads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way from the ecological mode to the petro-chemical mode and，as a result，causes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and secur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less there is a radical

change to the current system，a return to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a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ecological pollu-

tion and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will not be possible.

Key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ecological agriculture，petro-chemical agriculture，mar-

ke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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